
《逍遙遊》義辨
趙　明
《逍遙遊》為《莊子》內篇之冠冕，歷來治莊者，都十分重視它，把它看作是莊子的代表作。然而，由於《逍遙遊》的思想深藏含蓄，文章又虛實相雜，莊諧並用；正論奇想，茫無畛際。因此，對於它的題義，歷來解者分歧，迄今難齊一是。本人在前人今人探討逍遙義的基礎上，淺抒己見，名曰「義辨」，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探索而已。
（一）
前人和今人對《逍遙遊》的解釋不勝紛繁；這裡列舉幾種有代表性的意見以作辨析：
郭象的解釋：「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1
支道林的解釋：「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鴳，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鴳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2
浦江清的解釋：「以大為通，以小為陋，此類思想，即《逍遙遊》之正解。」3
此外，對《逍遙遊》的題旨，還有人認為它是論證唯心主義的絕對自由。一個時期，這種看法曾經相當流行。
以上這些解釋，也許各獲一偏，互有短長，但統統是不得要領，難於令人滿意的。
（一）郭象是魏晉玄學中的著名人物。他的《莊子注》雖借注莊而發揮自己的思想，被姚鼐斥為「特正始以來之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四五」4。然闡幽發微，窮奧極妙，確有精到之處。《世說新語‧文學篇》說：「莊子《逍遙遊》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象）、向（秀）之外。」可見，郭象關於《逍遙遊》的解釋，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5。魏晉以後，由於佛學的傳播和發展，有許多人將禪理與莊義調和發揮，以佛解莊，以爭禪學之地。在這種情形下，郭象以相對主義思想解莊，這在一些排抵禪學的人看來，反而未失其「正」。所以，郭象之解，仍為後人所重視。但郭象以「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這種齊大小的思想作為《逍遙遊》的題解，卻不能不使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逍遙遊》中高飛遠舉的大鵬與騰躍蓬間的鴳雀，它們究竟是「齊大小」還是「辨大小」？《逍遙遊》有這樣一段文字：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這裡，對比是鮮明的，體現於形象中的作者的思想傾向也是不難看到的。莊子在講這個寓言時特別指出：「此小大之辯也。」可是，就在這段文字的下方，郭象卻注曰：「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這顯然是曲解。郭象不知此「小大之辯」的「辯」字，乃「辨」字之借。「小大之辯」、「辯乎榮辱之境」，其「辯」皆為「辨」之借。辨者，別也。「小大之辯」，這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意思相若。《秋水篇》的北海若與河伯，埳井之蛙與東海之鱉，也都是以喻「小知不及大知」的，因此，把「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作為《逍遙遊》的題解，早就有人表示懷疑。去年，張志岳先生撰寫《文學上的莊子》一文，也提到了這個問題6。他除了表示同意浦江青的意見外，還對浦江青的論證加以補充說：「（李白）《大鵬賦》以大鵬自比，以稀有鳥比司馬承禎，而以斥鴳比一般的庸人，其為《逍遙遊》之正解，較之阮籍的《大人賦》更為單純、明確。」浦、張二先生主張從阮籍的《大人賦》或李白的《大鵬賦》中來尋找《逍遙遊》的「正解」。對於此論，筆者不敢苟同；但他們對郭解提出的質疑，無疑是有啟示性的。
（二）除郭解之外，支道林的解釋在當時和後來也有很大的影響。支道林本人是高僧，精通佛理，他使佛理同莊子的哲學發生了關係，開闢了一條以佛解莊的路。所以，梁劉義慶說他「卓然標新理於二家（郭象、向秀）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認為他對《逍遙遊》的解釋是「向、郭之注所未盡。」7魏晉以來，郭解與支解代表了兩種對立的意見。然而，兩相比較，我們以為郭解還保留了一定的莊意；而支解則要把《逍遙遊》徹底引入佛學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在解莊注莊上，要恢復莊子的本來面目，就必須以莊解莊，而不能以佛解莊。這道理應是明確的，無待論說的。
（三）所謂「絕對自由論」的看法，是很難站住腳的。尋之莊意，《逍遙遊》倒是真正從理論上論證了只有「有待」的「逍遙」，而沒有「絕對的自由」。這是任何不存成見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四）對於「以大為通，以小為陋」這類思想作為《逍遙遊》的題解，我們的認識是：《逍遙遊》中雖含有這樣的思想，但是，它卻不是《逍遙遊》的主旨。因為無論是從阮籍的《大人賦》還是從李白的《大鵬賦》中來尋繹《逍遙遊》的「正解」，這都是限於從鵬與鴳的角度說的。《逍遙遊》在結構上是多層次的，然而它的主旨卻只能是一個。
（二）
我們對以上四種關於《逍遙遊》的題解略作辨析後，結論是：《逍遙遊》的題解還有待於人們去作進一步的探討。
那末，甚麼是《逍遙遊》的題義呢？這當然應從《逍遙遊》本身來尋找。
莊子以「逍遙」名篇，這「逍遙」一詞，並非莊子所創。《詩‧鄭風‧清人》有「河上乎翱翔」與「河上乎逍遙」，此係複沓章法，是「逍遙」與「翱翔」義近之證。而「逍遙」一詞，尤於《楚辭》多見。如《離騷》：「聊逍遙以相羊」；《遠遊》：「聊仿佯而逍遙兮」；《九歌‧湘君》：「聊逍遙以容與」；《九辯》：「超逍遙兮今焉薄」。《莊子》中「逍遙」一詞，與《詩經》、《楚辭》中「逍遙」之義，並無甚麼不同。洪興祖《楚辭補注》亦釋「逍遙」曰：「猶翱翔也」。「逍遙」當有行動自如，無所拘束，自由自在等引申義。然而，這不過是一個詞義，《逍遙遊》借此詞義，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問題：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中，有沒有一種獨立的，無需任何憑藉的，不受條件限制的「逍遙」呢？莊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用生動形象的比喻，論證了任何「逍遙」（大至摩天而飛的鵬鳥，小至空中的遊塵）都是有所憑藉的：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六月息」，即六月風──這就是大鵬振翼翱翔以徙南冥的憑藉。
「野馬地，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一切漂游在空間的塵埃細物，它們的活動也都有賴於「以息相吹」。
莊子在這裡證明，「逍遙」不是獨立的，它要有所依憑。這是一種互為依賴，互相制約的關係：逍遙的境界越高，則其所依憑者也就越大；而其所依憑者越大，則逍遙之境界亦越高。這是一種正比關係，他論證說：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憑）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自然界中，凡物皆有憑藉；人類社會生活和人的活動，亦復如此。如宋榮子即宋鈃，這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天下篇》說他「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為了「救民之鬥」，他「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據此，《逍遙遊》對宋榮子有很高的評價，說他是「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辨）乎榮辱之境」等等。然而，宋榮子雖非世俗之輩汲汲於功名者，但他畢竟未能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就是說，他的不慕榮利的救世活動也還要有一種憑藉，一定的物質條件。這憑藉和條件，大概就是《天下篇》所說的宋鈃在「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時所要求的物質條件──「請欲固置五升之飯」吧？沒有這個條件，宋榮子就不可能從事「救民之鬥」的社會活動，這也就是他的「猶有未樹」之處。至於列子，在《逍遙遊》中雖已成了飄飄欲仙的人物，能夠「御風而行」，但是，「彼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列子所憑待的，就是風，沒有風這個條件，他就不能行其逍遙。
總之，在《逍遙遊》裡，莊子論證了一切逍遙，都是「有待」的，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論證，也是他以理論形式對現實世界的普遍聯繫的認識和掌握。莊子提出的這個認識，是具有相當的深刻性的思想；對「逍遙」與「有待」關係的如此認識和概括，顯然要在當時科學成就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有人說《逍遙遊》論證的主旨，就是絕對自由，其實，莊子根本不承認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中有甚麼絕對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向秀、郭象《逍遙義》中「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的解釋8，比起那種「絕對自由論」的說法，倒更切近莊意。
然而，對於「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這段話應該怎樣解釋呢？我們認為，這裡所講的這種「無待」的「逍遙」，它與「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的認識並不是對立的、矛盾的。所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這無非是在承認萬物皆有「所待」的基礎上，對人的由有限向無限發展的自由的某種假想、幻想和嚮往罷了。莊子曾把這種幻想化為具體的藝術形象：藐姑射之山那種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霓衣雲馬，「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的神人，不就是取得了無待自由的人嗎？這種無待的自由，莊子承認它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但是，他卻憑藉想像力把它創造出來。這正如康德所說：「由一種想像力的媒介超過了經驗的界限──這種想像力在努力達到最偉大東西裡追跡著理性的前奏──在完全性裡來具體化，這些東西在自然裡是找不到範例的」9。《逍遙遊》中這種「無待」的「逍遙」，正是由作為生產的認識機能的想像力從現實的有待逍遙所提供的素材（如鵬、鴳、游塵、宋榮子、列子等）創造出來的，是「想像力在努力達到最偉大東西裡追跡著理性」，是「有待」的「逍遙」的一種幻影；而莊子既然在理論上論證了一切「逍遙」都是「有待」的，從「野馬」、塵埃、斑鳩、鴳雀到扶搖萬里的大鵬，從「智效一官」之士到「御風而行」的列子皆「有所待」，而沒有絕對的自由，這就意味著他承認這種「無待」的「逍遙」，只是他馳騁著的一種假想，而不是實體；是理想境界，而不是現實人生；是基於理性自覺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而不是宗教的虛妄的幻想和唯心主義的囈語。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理解和那種「絕對自由論」是有原則的區別的。
為甚麼說莊子「無待」的「逍遙」是在理性自覺基礎上的「謬悠之說」而不是唯心主義的宗教幻想呢？對此，我們只需略示一下他對「物莫之傷」的具體解釋，就可以明白的了。在《逍遙遊》中，那種「無待逍遙」的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這誠然是夠虛妄的了，而在《秋水篇》裡，莊子卻又以科學思維的形式，對這種「物莫之傷」做了非常曉暢的詮釋。他說：「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在這裡，天便是自然，便是自然規律；在這裡，莊子完全是從人要循順自然規律這個認識上來講人所取得的「物莫之傷」的「自由」的。其思想，與《逍遙遊》的物皆有待的逍遙論是相通的。
一篇《逍遙遊》，兩種「逍遙論」，是錯簡衍文所致嗎？不是。是莊子理論上的混亂造成的矛盾嗎？也不是。長期以來，有不少學人把《莊子》這部書看作是由「正論」與「謬論」構成的五彩「迷宮」。《逍遙遊》的問題，正是《莊子》中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因此，我們探討《逍遙遊》的題義，首先還必須對《莊子》這部書的特點有一個正確的、合乎實際的認識。
（三）
同先秦諸子一樣，《莊子》也是一部討論人生政治問題和社會大事的書，是以創建理論為宗旨的。在這一點上，《莊子》與其他諸子著作有共同之處，這正如《昭明文選序》所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能以文章為本。」但是，不容忽視的是，與先秦各家著作相比，《莊子》又有自己的特點：它虛實相雜，莊諧並用，融哲學理論與藝術理論於一爐。在這一點上，它不僅與其他諸子書有別，而且與《老子》也不同。《莊子》的這個特點，早就為古今許多學者注意到了。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司馬遷。司馬遷不僅看到了《莊子》「本歸於《老子》之言」，而且還指出了《莊子》的特點──「……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10。以後，黃震、高似孫等也多有論及。如黃震就說：「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蹤，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也。」11這顯然是極有見地的評論。但另一方面，他又對由「正論」與奇想構成的《莊子》表現出這樣的困惑：他忽而讚說莊子論理「明白中節」、「時有出於正論，所見反過老子」；忽而又批評他「文奇說誕」，「悖理則又甚於老子」12。高似孫也說：「《道德》五千言，辭絜旨謐，澹然《六經》之外，其用《易》也。《莊子》則不然……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渺，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13這些評論，雖褒貶不一，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莊子》的特點，反映了《莊子》中哲學理論與藝術理想之間的某種「矛盾」。也許是為了擺脫這種「矛盾」所造成的困惑，清人梅伯言竟提出：「《莊子》文之工者也；以其為言道術，是不知《莊子》也」14。這種否認《莊子》為「道術」著作的看法當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它是針對著那種簡單地把《莊子》等同於一般「道術」之書的看法，這就未必盡錯。近人王國維、郭沫若不也都從「文」的角度評論過莊子，稱其人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具有詩人的氣質，稱其書具有「詩歌的原質」，「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嗎15？直到最近，也還有人不斷從這個角度提出探討《莊子》的問題。我們認為，研究今古人如何從「文」的角度評論莊子，並不是與理論不相干的。因為上述看法，實際上包含著這樣一種見解：它要求我們在研究《莊子》時，必須注意它本身的特點，考慮到它的文藝氣質、浪漫主義精神等。《莊子》本身的特點，要求哲學史工作者涉足於這個苑地。誇大了《莊子》的特點，像梅伯言那樣說，當然是不對的。但忽視了這個特點，也不會從理論上對莊子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評價。那末，怎樣理解《逍遙遊》中那種屬於科學認識的「有待逍遙」同屬於藝術理想的「無待逍遙」之間的關係呢？高爾基在《說文化》一文中，曾經提出過人類的文化，是人類在自然界的基礎上，用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創造「第二自然界的結果」的認識。所謂「第二自然界」，也就是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的人，通過它們的活動而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掌握。人類創造了第二自然界並生活於其中。科學技術以及文學藝術等一切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是第二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但科學技術，只能創造或改造第二自然界；文學藝術則除此之外，還創造和組成了第三自然界，它不僅提供現實是怎樣的認識，而且還提供現實應當是怎樣的理想。康德曾說：「想像力（作為生產的認識機能）是強有力地從真的自然所提供給它的素材裡創造出一個像似另一自然來」16。這「第三自然界」，就是以人類活動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由藝術所建立的形象的王國，是現實的人間世的幻影17。《逍遙遊》中凡物皆有待的逍遙，作為一種科學認識和用理論所表述的自然規律，它只能停留在「第二自然界」。這就是說，它原是「自在」的，因此，只能把它發現出來，變成「為我」的，而不得由人隨意創造。然而，人憑藉想像力，卻可以創造出源於又高於、屬於又異於「第二自然界」的「第三自然界」，在大腦的熒屏上展開「無待逍遙」的奇觀。清人袁于令在揭示《西遊記》的思想意義和藝術特點時說：「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18袁氏在這裡雖然講的是《西遊記》的幻想與生活真實的關係，但它對於我們理解莊子的「無待逍遙」，當是有所啟示的。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有老、莊並稱與莊、騷並舉的提法。前者，是就哲學思想說；後者，是就藝術流派論。人們不應忘記，在中國文學史上，莊子曾從藝術理論與創作實踐這兩個方面，哺育了一個浪漫主義的系統；陶淵明、李白、蘇軾、馬致遠、湯顯祖、曹雪芹等，他們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莊子藝術理論的影響與滋溉。我們在把莊子當作一位哲學家研究的同時，還應該研究他的美學思想、藝術理論，以使其得免於「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這種虛假的罪名。而在《逍遙遊》中，這種「無待逍遙」，就正是他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涯之辭」的浪漫主義理論的運用和實踐，是現實的人間世的幻影。《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這由悲思而生之幻想，與《逍遙遊》中「無待逍遙」的幻想是很相似的。不過，《逍遙遊》既已論證了凡物皆有所待，那末，這無待逍遙的幻想，就更顯示著是在自覺理性上的情感的活動，是為意志所加強為情感所修飾了的認識，而決不是甚麼神仙度世之類的荒唐觀念。
（四）
莊子為甚麼會提出「無待逍遙」的幻想？這裡是有現實人間世的深刻社會原因的。
莊子生活的戰國時代，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都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經取代了領主制的形態；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結構，正在孕育和形成中。這種正在形成中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從而也有其一定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作為一種剝削制度，這種封建專制的社會，還在它的雛型期，就曾給人民帶來過莫大的痛苦。君主的專權獨任，賦稅徭役的繁重，嚴刑酷法的實施，兼併戰爭的劇烈，……這些社會現象，也都與正在形成的封建專制制度有必然的關係，是與它的歷史進步性俱來共生的。《人間世》那個「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的衛君，不正是獨斷專橫、一意孤行、殘民以逞的君權主義者的形象嗎？在莊子筆下，那幸賴畸形才得免於重賦大役的支離疏；那「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的蝸角之戰；那「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的世道，應該說，都並非是詭誕之言，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現實，表現了社會下層人民對那個時代的認識。現實的人間世既然是「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那末，不滿於這種現實的人們，在還沒有獲得歷史本身提供給他們的那種現實條件以推倒眼前的不平世界時，就會用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出一個「無待逍遙」的理想境界，以此表明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壓迫的反抗。莊子的《逍遙遊》，正是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關於自由人生的浪漫主義的理想和幻想。在我們看來，這應該是《逍遙遊》的題義。
（原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2年第1期）
注釋：
1. 郭象：《莊子注》。
2.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
3. 見《浦江青文錄‧「逍遙遊」之話》。
4. 《莊子章義序》。
5. 關於郭象《莊子注》，劉義慶《世說新語》以為摽掠向秀之美，實際上，郭象注本當作向、郭二人之力方為公允。
6. 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
7.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
8.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
9. 見《批判力批判》上卷第160頁。
10.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11. 見《黃氏日抄‧諸子》。
12. 見《黃氏日抄‧諸子》。
13. 《子略》。
14. 引自郎擎霄《莊子學案》。
15. 見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與郭沫若《莊子與魯迅》。
16. 見《批判力批判》上卷第160頁。
17. 參閱張松如《詩要用形象思維》（《吉林大學社會科學論叢》1979年文學專集）。在該書中張松如根據高爾基「第二自然界」的認識，推衍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論。
18. 引自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
（引自《莊子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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